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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庭之友源于英美法系的国内诉讼制度，其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诞生并非制度的精心设计，而是实践先

行，是国际投资仲裁对于透明度和民主性批评的回应。因此，法庭之友制度被赋予了提高国际投资仲裁

透明度和加强民主参与，甚至是全球治理的价值期待。通过分析不同仲裁庭的实践，法庭之友制度的真

正价值，仍然在于辅助仲裁庭解决投资争端，相关规则构建也应围绕这一根本目的展开。国际投资仲裁

也应回归其宗旨，通过解决投资争端，同时对舆论有所回应，从而获得公众对其合法性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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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cus curiae originated from the domestic litigation system of the common law system. The birth 
of amicus curia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was not an elaborate design of the system, 
but a practice first, a response to criticism of transparency and democracy in internationa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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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ment arbitration. Thus, the amicus curiae system has been given the value expectation of en-
hancing transparency and strengthening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
bitration, and even global governance. By analyzing the practices of different arbitral tribunals, 
the real value of the amicus curiae system still lies in assisting arbitral tribunals to resolve in-
vestment disputes, and the relevant rules should be constructed around this fundamental purpos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should also return to its purpose of gaining public recogni-
tion of its legitimacy by resolving investment disputes and responding to public opinion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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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仲裁机制常常受到缺乏透明度和合法性的指责。随着国际投资

仲裁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公共利益，公众对于第三方参与投资仲裁的呼声愈高，国际投资仲裁的实践中也

出现了支持第三方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参与仲裁进程的案例。然而，法庭之友这一英美法系的制度，

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构建并非国内法的简单移植，而是要辨析其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独特价值，在此基

础上进行规则构建。 

2. 法庭之友制度的价值 

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是英美法系中的概念，是指“在司法程序中向法庭提交有关案件事实或法律

信息，帮助法庭作出正确裁决的非争端当事人的个人或组织”[1]。法庭之友制度最早源于罗马法，随后

成为英美法系的一项程序，用于弥补在对抗制诉讼下，当事人双方只会从有利于己的角度进行争辩，居

中裁判的法官可能对案件事实认定出现偏差，这时由中立的第三方向法院提出其掌握的案件事实或中肯

的法律意见，有助于法院作出更加公正的判决。法庭之友制度旨在使法院在作出判决时集思广益，充分

体现民意，又不会对司法独立形成负面影响[2]。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庭之友，指的是独立于双方当事人之外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

ganization，以下简称“NGO”)、利益团体、个人等，通过特定方式参与到仲裁的过程中，并试图对仲裁

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法庭之友制度被赋予了提高投资仲裁透明度、通过民主参与提高

合法性的价值。 

2.1. 提高投资仲裁透明度 

国际投资仲裁最初起源于国际商事仲裁，因此具有秘密性，仲裁文件及过程一般不公开。但是，随

着公众对其秘密性的指责，已威胁到公众对国际投资仲裁的认同。因此，包括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内的各个国际投资仲裁相关机构纷纷修改其仲裁规则，开展透明度改革，具

体包括六个方面：启动程序的公告、仲裁程序中的文件公开、听证会的公开、法庭之友、最终裁决结果

的公开、透明度例外[3]。主要分为仲裁信息披露和法庭之友的民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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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际投资仲裁庭透明度的要求，与仲裁本身保密性之间的存在冲突。因此，不同的仲裁庭在

信息披露方面，特别是对法庭之友请求信息披露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做法。在 Biwater Gauff v. Tanzania
案 1中，五个 NGO 请求成为法庭之友，并申请提交书面意见、接触到核心的案件资料。仲裁庭批准了其

提交书面意见，但拒绝了其接触案件核心资料的请求，理由是与案件有关的资料均已公之于众。而 Piero 
Foresti v. South Africa 案 2的仲裁庭持不同意见，本案中 NGO 请求成为法庭之友，并接触重要资料，仲

裁庭批准了这两项请求，理由是仲裁庭人认为这有助于仲裁庭明晰案件争议及当事人的角色。2013 年联

合国大会决议通过《贸易法委员会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以下简称《透明度规则》)，
其中第三条规定，除机密信息和受保护信息之外，其他仲裁文件均可公布，包括仲裁程序中所有文件，

比如仲裁申请书、答辩书、证人证言、仲裁决定、备忘录、法庭之友提交的书面陈述等，也包括仲裁庭

作出的最终裁决。第四条规定允许第三方提交材料。第六条规定，除非另有规定，为出示证据或进行口

头辩论而进行的审理应公开进行。《透明度规则》极大地提高了投资仲裁的透明度和法庭之友的参与度，

根本原因在于，透明度规则本身就是在 NGO 的大力推动下起草的，自然对 NGO 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国

际投资仲裁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但是，使《透明度规则》适用于现行国际投资条约的《联合国投资人与

国家基于条约透明度公约》却应者寥寥，截止 2021 年 7 月，仅有 7 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其影响有限[4]。
各国对其主要的担忧在于国家安全信息与商业秘密泄露。对此，《透明度规则》也规定了例外条款，机

密信息和受保护信息不可公开，但需要列明范围。因此，信息公开制度需要与各国国内保密制度建设相

结合。 
其次，在是否接受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的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分歧。一方

面，在观念上，发达国家倡导全球责任、全球治理；而发展中国家更在乎眼下本国的发展权。另一方面，

从实践来看，第三方作为法庭之友参与的主体主要是大型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境、人权领域的非政府

组织表现得最为积极，而且几乎全部集中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5]。发展中国家担心发达国家可能

借此用 NGO 对仲裁庭施加影响，即法庭之友可能会成为发达国家在仲裁程序中增加优势地位的途径。发

展中国家反对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反映了对 NGO 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社会

的实力，远远弱于发达国家。随着越来越多法庭之友的加入，也可能使国际投资仲裁越来越繁琐、昂贵，

实力的差距，也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同意 NGO 作为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 
从实践来看，第三方参与主要是大型 NGO、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国际投资仲

裁高昂的费用门槛将普通民众拒之门外。如果排除了普通民众的直接参与，而由各种社会团体提交意见，

未必就提升了仲裁的民主程度，只能说纳入了更多利益相关方。从民主参与的价值出发，仲裁过程不断

纳入新的利益相关方，是否会背离原有的效率与公平？仲裁庭听取非争端当事方的不同意见，并不必然

导致更为公正的裁决，而是让更多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影响仲裁庭，让博弈变得更为复杂。 
因此，接受法庭之友的参与，并不必然提高国际投资仲裁的合法性和透明度。法庭之友制度的构建，

要与国内公民社会的水平、信息保护制度建设相结合，不可一味追求开放，导致中门大开。如何确保法

庭之友的介入控制在合理程度，而不对争议双方造成不必要的损害，需要在维护仲裁本质特点和满足公

众正当期望之间保持适度平衡[6]。 

2.2. 维护公共利益 

法庭之友制度本身是对英美法系中对抗制诉讼的弥补，知晓案件事实并提供信息的法庭之友的参与，

有助于维护公共利益。但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主张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庭之友同样需要面对质疑，为什么

不能由当事方的东道国代表公共利益？为什么非政府组织、行业组织甚至是个人，这些独立主体，相比

 

 

1ICSID Case No. ARB/05/22. 
2ICSID Case No. ARB (AF)/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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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道国，更能代表东道国的公共利益，这些团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众？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

仲裁的目的是保障公共利益。如果在国家不能保障公共利益的情况下，第三方如何能够保障公共利益？ 
国际投资仲裁的一方当事人是国家，使其具有公共性质；另外，国际投资仲裁所涉争议往往会涉及

到东道国人民的公共利益及人权问题。这些公共利益同样是东道国的国家利益。东道国有保障其领土内

公共利益的积极义务，应当由东道国提出公共利益的抗辩。而且，在第三方与国家立场不同的情况下，

国际投资仲裁可能演变为第三方影响国家人权问题的一个途径。由于大多数 NGO 组织代表的是普遍的、

抽象的利益，例如人权、环境等，因此其书面意见更像是一种对仲裁庭的舆论影响，请求仲裁庭与当事

方关注其提出的议题，而与案件所涉的实体法律问题没有直接的联系。 
有观点认为，如果东道国政府败诉，则纳税人要支付给外国投资者巨额赔偿。为了避免自身利益受

损，民众有必要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参与国际投资仲裁。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只有在

东道国败诉的情况下，纳税人才需要支付赔偿。如果法庭之友参与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民众利益受损，那

么法庭之友的最终目标只能是避免东道国败诉。换句话说，无论法庭之友的主张是否和东道国完全一致，

是否受东道国资助或控制，只要法庭之友参与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东道国败诉，这对另一方当事人外国投

资者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另外，在主张法庭之友制度的价值在于能够维护公共利益时，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实践中，

公共利益是否一定高于投资者利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1 条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促成国际合作，

以解决国际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

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第 103 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

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在价值层面，《联合国

宪章》规定了国家保障公共利益、人权的义务高于其他国际协定，包括投资协定下保护投资的义务，但

是在实践中，国际投资机制和人权机制执行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情形[7]。 

3. 法庭之友制度的价值重塑 

法庭之友被赋予民主参与、全球治理的期待，但其参与仲裁的主张，常常受限于仲裁庭的自由裁量

权。法庭之友制度的问题在于，其基于提升透明度、民主参与、公共利益等抽象的价值观念，却主张取

得涉及投资利益争端中具体的程序性权利。这些价值观念本身有被滥用的可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在“接受法庭之友意见”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更加证明了这一观点。即使是纯粹的价值观念问题，各方

也存在不同的理解。更不用说，在实践中，这些价值观念实质上仍为利益之争。 

3.1. 回应公共利益关切 

有观点认为，这些由价值观念推动的非政府组织，其主张的环境、人权利益可能超越政府代表利益

的限制而具有全球公益性，且并不与经济利益相关，有学者因此将国际投资仲裁作为国际行政法的体现，

通过第三方参与来约束国家行为并实施全球治理[8]。这种观点赋予了国际投资仲裁过高的期待。从国际

法的发展现状来看，环境、人权问题在各自的领域都尚未形成具有强制力的规则，通过国际投资仲裁的

方式，能否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方式是否将投资利益当做筹码，迫使国家接受这些主张？当然，这种观

点的出现，也体现了国际法不同领域内的交织融合、互相影响。 
随着国际投资条约越来越多地纳入环境保护、劳工保护、企业社会责任等社会条款，3国际投资仲裁

需要更为谨慎地处理此类问题。从实践来看，由于此类问题涉及一国的公共政策甚至是极为敏感的政治

 

 

3例如 2017 年《加拿大与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与 2021 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投资与可持续

发展”章节。 
4例如劳工权利保护中的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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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4因此，除了与投资争端有关的问题外，仲裁庭往往采取“选择性忽略”的处理方式，回避这些议题。 
当法庭之友以公共利益为由，向仲裁庭提出人权问题时，其并没有提供法律上的帮助，而是向仲裁

庭施加舆论压力。例如在 Aguas del Tunari，S. A. v. Bolivia 案中，玻利维亚的地方供水私营化后，投资者

抬高水价，引起了居民的抗议，在公众的压力下，政府推翻了私营化的决定，投资者因此向 ICSID 起诉

玻利维亚政府。该案提出的问题是，公司的财产权是否可以优于获得水、卫生设施等基本生活水准的人

权。最终，该案由于民间社会施加压力，以和解解决。东道国修改了关于水的法律和《宪法》，保障了

本国居民获得水的权利。 

3.2. 限缩管辖范围 

从管辖权的角度来看，Biloune v. Ghana 案 5的仲裁庭认为，其管辖权限制在于外国投资有关的争端，

对独立的人权侵犯问题，仲裁庭无管辖权。尽管外国投资会对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产生影响，但在国际投

资条约中，外国投资者并没有直接的人权义务，也不能作为国际人权义务的当事人而受约束。 
另一方面，法庭之友提出人权意见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当东道国没有在其陈述中阐述人权问题，或

者其提出的人权抗辩得不到仲裁庭重视时，6法庭之友的意见书就是人权问题进入投资仲裁进程的合法途

径。但问题在于，如果东道国作为当事人的人权抗辩都得不到仲裁庭的重视，为什么寄希望于非争端方

的法庭之友的独立意见能够起作用？对自身权益受到影响的公众而言，其希望通过法庭之友意见，对仲

裁庭施加舆论影响，这固然是朴素的诉求。但在以投资法律解释为专业的仲裁庭面前，未必能产生很大

影响，仲裁庭仍然掌握着接受与否的自由裁量权。 
从实践历史来看，虽然仲裁庭对待法庭之友意见的态度经历了直接拒绝，遭受批评；到设置条件，

有限地接受意见；再到接受意见，但不做回应的转变，但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庭之友意见书，对仲裁

庭的影响多数未见成效。仲裁庭接受法庭之友的意见，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公众对国际投资仲裁欠缺透

明度的指责，更多的是对舆论压力的回应，并非出于其意见书中的人权保障因素。当然，仲裁庭在裁决

中也很难忽略其裁决对相关地区人权的影响，否则裁决的合理性也会遭受质疑。但很难判断法庭之友意

见在其中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毕竟仲裁庭在裁决中基本从未回应法庭之友关于人权问题的意见。事实

上，国际人权问题有专门的受理机构，例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

院等，这些人权机构原则上都采纳法庭之友陈述，也是各类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甚至个人申诉人权

问题的合适机构。 
从仲裁庭的专业能力来看，仲裁员大多是经贸专家，并非处理人权问题的专家。即使通过法庭之友

的意见，补充了人权方面的知识，但与人权法院等机构的法官相比，其对公共利益、人权规则的理解仍

然是有限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国际投资仲裁庭并不是解决公共利益问题的合适机构。 
因此，国际投资仲裁庭只能受理与投资有关的人权申诉，而且裁定相关问题的根据只能是相关投资

条约和一般国际法原则，原则上不能受理与投资无关的公共利益争端。国际投资仲裁应当是利益相关方，

基于国际法，针对具体利益展开博弈的仲裁庭，而不是容纳各种价值观念，针对公共政策进行的讨论会。

国际投资仲裁的法庭之友制度建立在利益博弈的基础上，而不是以抽象的价值观念为导向。 

4. 法庭之友制度的规则构建 

关于法庭之友参与仲裁的规则，目前尚未达成统一标准，主要还是取决于个案中仲裁庭的态度。对

此，仲裁机构应当制定更为明确的规则[9] [10]。合理的法庭之友制度设计应当保证真正法庭之友的有效

 

 

5See Biloune and Marine Drive Complex Ltd v. Ghana Investments Centre and the Government of Ghana, UNTRAL,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Liability, 27 October 1989, 95 ILR 183, 203 (1994). 
6例如 Suez et al. v. Argentina 案的仲裁庭未接受东道国政府的公共利益抗辩，理由是公共利益保护义务与投资保护义务并非相互排

斥，必须同时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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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同时排除不合理参与意图主体的破坏。 

4.1. 法庭之友意见的接受标准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 NAFTA)的自由贸易委员会

发布的第三方参与声明 7 是首个规定仲裁庭接受法庭之友陈述书的条件和程序的文件，其明确承认第三

方可以提交书面意见，并为仲裁庭制定了接受意见的标准。 
根据 NAFTA 自由贸易委员会的解释，任何非争端当事方成员国的自然人或组织，或在成员国领土

上有实质性存在的自然人或组织若要提交法庭之友陈述书，则必须首先向仲裁庭提交申请书。仲裁庭需

要根据下列条件决定是否接受非争端当事方提交的法庭之友陈述书：1) 非争端当事方的陈述书通过提出

的不同于争端方的观点、特殊知识和见解，可以帮助仲裁庭认识、决定与仲裁案件有关的事实、法律问

题；2) 非争端当事方陈述书论及的问题应该在仲裁案件争议范围之内；3) 非争端当事方对仲裁案件有特

殊的利益；4) 仲裁案件涉及到公共利益。自由贸易委员会同时规定，仲裁庭必须确保：1) 避免因非争端

当事方陈述书中断仲裁程序；2) 避免因非争端当事方陈述书给任何争端当事方造成不恰当的负担和不公

正的对待。 
NAFTA 自由贸易委员会的声明树立了仲裁庭在决定法庭之友问题上的标准，同时也让潜在的法庭之

友在申请提交意见时，能够进行自我衡量。 

4.2. 法庭之友的分类 

法庭之友最基本的功能是辅助仲裁庭，因此，是否具备辅助性功能是法庭之友参与仲裁的重要条件，

具体可以分为两类：有助于解决投资争端和提高裁决质量。有助于解决投资争端指的是第三方可以向仲

裁庭提供专业信息和其他国际法规则，帮助其解决投资争端；而提高裁决质量指的是与案件有重大利益

关系的第三方，通过接受其意见，可以回应透明度呼声，体现民主参与，帮助仲裁庭获得程序公开、透

明的正面评价。 
根据不同的辅助功能，也可以将参与主体进行分类，分为中立型和利益型两类。 
一是中立型的法庭之友。相对于当事人双方，对案件持中立立场，其功能类似大陆法系中，由法院

聘请的专家出具专家意见书。在投资仲裁中，涉及股票、期货、海损、环境污染等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时，

仲裁庭也可以邀请相关领域的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仲裁庭提供专业性意见。

除了提供专业知识外，中立型法庭之友还具有协调价值。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第 3 款(c)
项规定，上下文解释应当考虑到“适用于当事国之间关系的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因此，仲裁庭在对

投资条约进行解释时，也要考虑当事国在其他国际法规则下承担的义务。在 Eureko v. Slovak Republic 案
8中，由于案件的争议依据荷兰–斯洛伐克 BIT 属于欧盟成员国内 BIT，为确定仲裁庭是否对本案是否享

有管辖权，经过当事人同意后，仲裁庭邀请了荷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作为法庭之友提交书面意见。仲裁

庭认为，该案是依据两个欧盟成员国签订的 BIT 提起的，欧盟委员会负责监督欧盟境内法律，保障欧盟

法律在任何场合都得到统一的解释，其意见可以帮助仲裁庭更好的作出判断；而荷兰政府是本案所涉 BIT
的另一缔约国，具有特殊的利益诉求。从条约法的角度来说，缔约国具有解释条约的权利，因此荷兰作

为非争端缔约方，其作出的解释也可以帮助仲裁庭处理本案。这是目前第一个仲裁庭主动邀请第三人作

为法庭之友的案件。政府间国际组织介入仲裁则有助于国际层面的协调，防止国际法的冲突与“碎片化”。

例如 WTO 的代表可以帮助仲裁庭作出的裁决，避免让国家负担与 WTO 法相冲突的义务。前述 Eureko v. 
Slovak Republic 案中，欧盟的介入可以使仲裁庭的裁决与欧盟法保持一致，避免东道国面临执行裁决与

 

 

7Statement of the Free Trade Commission on non-disputing party participation. 
8PCA Case No. 2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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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欧盟法的困境。因此，在国际法背景下，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法庭之友参与，能够通过整体协调，

使国际投资法与其他国际法分支保持一致，有益于国际法的发展。 
二是利益型法庭之友。其切身利益可能受到仲裁庭裁决影响的个人与组织。在接受利益型法庭之友

的主张时，应当限于与投资争端有关、有利于投资争端解决的程度，而不是增加与之无关的争议问题。

例如在 Von Pezold/Border v. Zimbabwe 案中，争议问题是津巴布韦针对林木业的投资是否违反了 BIT，一

个 NGO 和四个原住民团体请求提交书面意见、获取案件资料并参与庭审答辩。但仲裁庭拒绝了全部请求，

仲裁庭认为该书面意见是关于国际投资与原住民权利的，不属于本案的争议范围，因此无法帮助仲裁庭

更好的处理其中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另外，利益型法庭之友的独立性也值得注意。例如在 NAFTA 发布

的第三方参与声明中，要求申请人在书面申请中披露其与争议双方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附属关系。但是

在实践中，许多 NGO 不仅接受跨国公司的捐助，还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获得企业的支持，各种各样隐

蔽的合作形式是否属于披露的情形，仍然需要仲裁规则进一步明确。 

4.3. 参与仲裁进程 

最初，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并无明确的规则依据。在接受法庭之友书面意见的第一个国际投

资仲裁案件 Methanex 诉美国案中，仲裁庭在舆论压力下，通过对仲裁规则的扩大解释，利用《UNCITRAL
仲裁规则》第 15 条第 1 款中规定的广泛自由裁量权 9，接受了非政府组织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使法

庭之友参与到仲裁中。然而此举遭到了当事方墨西哥的强烈反对。尽管最终当事方服从了仲裁庭的指令，

但很难说接纳法庭之友的仲裁庭没有突破当事方的意思自治，毕竟当事方在接受仲裁时，《UNCITRAL
仲裁规则》中并未出现“法庭之友”的表述。 

从实践来看，法庭之友的参与主体从 NGO 到企业组织、政府组织，代表呈现多元化趋势。而仲裁庭

对法庭之友的态度也更为宽容，越来越多的仲裁庭接受法庭之友的参与，并给予其不同的程序性权利。 
法庭之友的权利一般仅限于提交书面意见，且形式和篇幅受到限制。但近年来，仲裁规则对法庭之

友参与口头答辩的权利有所突破。例如 2017《SCC 仲裁规则》附录三规定，仲裁庭可以经当事人请求或

主动允许法庭之友口头阐述其书面意见或进行答辩。2019 年版的 BIAC 国际投资仲裁规则第三十六条第

(八)款也规定，仲裁庭可以开庭，要求非争端方解释其书面陈述或就其书面陈述接受询问。 
这一口头陈述的权利应主要用于上述中立型的法庭之友，使其进一步解释专业或法律信息，帮助仲

裁庭解决争端。如果允许利益型法庭之友进行陈述，则有可能使讨论进一步扩大，偏离投资争端，增加

诉累。 

4.4. 法庭之友的费用 

从境外仲裁的普遍实践来看，仲裁员收费分为两种模式：按小时收费和按争议金额收费[11]。法庭之

友的申请和参与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仲裁庭的工作量，在按小时收费的收费模式下，则会增加仲裁费用。

目前大部分仲裁规则中规定，由第三方参与增加的费用由第三方承担。这种费用分配方式固然比“一概

由当事人承担费用”更为公平，也防止了第三方滥用规则。但这种方式使得只有经济实力雄厚的组织才

能作为法庭之友参与仲裁，客观上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设置了门槛，使发达国家的 NGO
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因此，应分类讨论法庭之友的费用承担情形。从参与方的角度来看，中立型法庭之

友与案件结果无直接经济利益关系。如果是仲裁庭邀请提供法庭之友意见的参与方，则其参与仲裁的费

用应当算作仲裁庭费用。因为其工作实质上是应仲裁庭邀请，帮助仲裁庭查明案件事实及法律问题。 
而对于利益型法庭之友，案件裁决结果与其有直接经济利益关系，或者其能够从参与仲裁中获取利

 

 

9《UNCITRAL 仲裁规则》第 15 条第 1 款：在不违反本规则的情况下，仲裁庭可以通过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仲裁，但须平等对

待各方当事人，并在仲裁程序适当阶段给予每一方当事人陈述案情的合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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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仲裁庭接受其意见书，则应由仲裁庭根据实际情况，裁定其费用分担，此举是

为了避免来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弱的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因高昂的费用而无法提交意见。 

5. 结语 

法庭之友制度被寄予提高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增强民主参与、维护公共利益的重任，然而接受法

庭之友参与投资仲裁，并不能当然地实现这些价值。中国在联合国国际法贸易法委员会提交的评议中明

确表示：“不同意在以条约为基础的投资人与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中增加公开和透明度条款。”10

提高投资仲裁透明度，接受法庭之友参与仲裁，这不仅与中国的投资双向大国地位有关，更与中国国内

的保密制度建设和公民社会力量有关。法庭之友制度真正的价值在于为仲裁庭解决投资争端提供辅助，

其规则构建也应围绕此展开。随着投资协定越来越多地纳入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条款”，国际投资仲裁

也越发关注投资与环境、劳工、企业社会责任、生物多样性等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政府组织、企

业联合会、甚至个人等其他非争端方，就可以凭借法庭之友的名义，参与到对东道国规制权的讨论中去。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最终是为了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的财产纠纷，并不是一个解决东道国环保、劳工

等公共政策的合适机构。东道国与投资母国订立投资协定，同意接受投资仲裁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保

护与促进投资，而不是同意与投资争端与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影响东道国的规

制权及其政策。这种一味寻求多方参与以增强合法性的努力，最终反而会使国家质疑国际投资仲裁的合

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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